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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命题 

最近谢宇教授（2018）有篇文章《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引发十分大的反响，

应《中国文化与管理》执行主编吕力的访谈，要求我对这个问题提出想法。这是一个访谈实

录，所以并没有依照学术论文的格式与写作方法，后面还附加了我的一篇讨论博特（Burt and 

Burzynska, 2017）的评论文章（罗家德，2018），说明本土化概念走向全球的一个趋势，

并用以综述我对此一问题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本土化是一个好命题，但关起门来的本土化是个伪命题，而且这论述的范

围不限于社会学内，因为近来管理学中也有了类似的关起门来本土化的现象，值得警惕。我

从五个方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一）好的本土化研究到最后也会是全球的 

关起门搞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因为我永远相信好的东西就是天下万物为我所用，不管理

论是中国本土发展的，是中国哲学来的，还是西方来的。好的本土化研究到最后一定是全球

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观察日本文化，Ouchi得到的 J理论，到了美国，美国人一看说我们

不也是这样？它就成了与 X 和 Y 理论并列的 Z 理论，是全球的了。你可以想象到, 美国人

可以说虽然是日本来的理论，但是也能为我所用, 毕竟人性大量是共通的。同样的，我自己

的亲身经验，就是我在建构圈子理论时，英文译作 Guanxi Circle，圈子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因为它是费孝通(1998)所讲的个人中心差序格局网，但是，美国学者博特看完了之后他先改

了名字叫 debt circle (circle of favor debt)，但后来越来越接受关系这个概念，就又

用 Guanxi Circle这个词汇了。      

他最近在 MOR一篇论文中写得很清楚，“关系”（Guanxi）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

他认为“关系”在美国也存在，其实在全球，西方中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那就更普遍了。

而且，他认为美国的精英阶层其实也很懂得怎么建圈子，美国精英阶层可不简单，他能拍出

「纸牌屋」这样的连续剧，说明他们平常也都知道怎么建自己的个人圈子，美国的精英不也

是如此？只是中国更普遍，中国可能连个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玩，美国没那么普遍，所以这圈



子对我们是显现象，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对美国人却是一个隐现象，除了少数如

Useem (1984)， Granovetter (2017)等人会注意外，它受到的研究很少。社会科学未知的

知识还有太多了，我们的显现象很可能就是在「本土化研究」得到理论，但拿到西方一看，

他们会说，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未受到注意罢了。同样道理，没有什么理论，你敢说它是百

分之百只有中国有，就算有了，也只是非常小的部分，大部分理论都是普适的。 

（二）方法论的争论本质上是部分学者固步自封与不肯学习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国内管理学界曾经也进行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争论的主题包括定性和定

量、理论和实证哪个好哪个不好，不同科学哲学哪个更适用管理学等等。直到现在仍然在这

种争论之中。这种争论也夹杂在本土、全球的议题中，但方法哪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之分，哪有东方西方之分？简单地来讲，很多学者真正的问题就是不肯学习新的研究方法，

但他会找一大堆理由，因此陷于争论之中不能自拔。 

我认为真正做研究必须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相应的方法。例如我做圈子理论，出于

社会学的理论，但我们的团队中有物理学家，统计学家，有计算机学家，有经济，也有经管

学者。简单来讲就是好的研究是合作出来的，不是你分我分出来的，分什么定性、定量，什

么理论、实证，什么大理论、中层理论，什么结构化数据、还是大数据，好的研究是这些都

为我所用。类似地，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丝毫不认为方法有国界之分，好的方法往往

都是相互借鉴的。 

（三）中国文化与哲学在研究中有作用，但好研究是在与西方理论比较中进行的 

我非常赞赏杨百寅教授把西方理论中的公民行为修正成中国本土的主人翁行为（杨百

寅与梅哲群，2014），但他的团队又发觉，所有的主人翁行为问项有相当高比例与公民行为

的重叠，还是人性有共通之处。 

但是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深入进去就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核心就是我刚讲的，

中国人连结是基于宗族式（clan）的，美国人则是基于俱乐部(club)的，这是许烺光（Hsu, 

1963）说的。俱乐部是什么？简单来讲，我们有共同理想、共同志业、共同兴趣，乃至于我

们有共同利益目标诉求，我们就成立一个协会，或者更松散的俱乐部，但是参加的人有一个

明确的边界，你是会员还不是会员? 是会员就权利义务明确，谁要做什么谁能得到什么，很

清楚。到最后他就会有一套治理机制，甚至还会被法治化，这是什么？这就是公民社会传统，

从希腊城邦就是这样子，但你别忘记希腊城邦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是公民，其他是没公民

权的，很多是奴隶，只有公民有权利投票，以协会或俱乐部来说，他们才是会员，其他的人

不是会员。 

东亚的情况是什么？往往以一个人，中国也常常是一小组人，比如有些是以一个家族

为核心，建立差序格局的人脉网，并以扩大家伦理来规范亲疏远近不同的圈层（梁漱溟，

2012），所以它边界不明显，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以为我进老板的圈子了，但老板心中没

有我。其实韩国不也是如此？它的大财团都是围绕在一个家族旁形成一个经营者的核心圈



子。不但圈子的范围不是很清楚，他权利义务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进圈子了更倒霉，因

为最近老板要找人背黑锅，圈外人不行呀，圈外人一背锅他给你告官去了 ，圈内人就可以

说：这次牺牲你了，你只好默默接受，要杀要剐只好接受了，期待着将来得到补偿。 

公民精神也罢，主人翁精神也罢，都能促成个人积极参予到一个集体的公共事务中，

所以很多部分是共通的，但另一方面，一个是基于俱乐部式的，一个是基于宗族式的，所以

又有不同。好的本土研究一定是和西方理论比较中得出的。 

（四）社科、管理的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开发，我们该谦逊地面对科学知识 

我讲完这「圈子理论的本土与全球」以及「公民精神与主人翁精神」这两个研究案例

以后，最想讲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纯」本土理论，是不肯学习才分开来了，区分中国、西

方，定性、定量，理论、实证，大理论、中层理论，这些都是伪命题，好研究是它们一起构

成的，今日的本土会是明天的全球，今天作定量明天作定性，今天想理论明天想实证，循环

往复地做，才能得到好研究。只有学习与不学习才是真命题，就是有人愿意学，有人不愿意

学，不愿意学就会找出一堆理由拒绝了解对方。方法是无国界无学科之分的，理论管你来自

中国哲学的启发还是社会科学的演绎，管你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管你是海外来的还是本土

产生的，都该为我所用，胸怀天下，立足本土，才能作出好研究。 

好的理论，从中国开始一定会走向世界，也会有一些理论走不向世界，但绝对不会是

重要理论，说明他跟人性落差太大，太中国特色了，这些在中国人的行为中也只占很小一部

分，中国人行为很大一部分还是世界共同的，所以外国理论拿来就能用，还有很大一部分就

是我刚刚讲的，中国的显现象，西方的隐现象，所以最后会是在本土研究中首先被发现，然

后推广到西方，所以好的本土理论一定也是世界的。 

现在有一种批评说西方来的理论不接地气，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就是外国的东西不经

过消化就往我们身上套，为我所乱用，其实这是被我们的评价制度搞坏了，反正就是所有的

论文都去 SSCI 、SCI。但是有些学界搞得有点关起门来当皇帝，完全不管外面，自己玩自

己的一套，每天就是在那里评这个奖评那个基地，算国内的积分，变成自误自乐的游戏，这

也不行。还是要中庸和融合一点才好。 

再来一个问题，外国还没有的理论，怎么从我们的土壤中发展出来？过分崇洋媚外的会犯

这样的错，拿着西方的理论、问卷就去套，管他三七二十一，有的时候就套对了，有的时候

就不妥，有的时候就彻底错了，中国人行为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硬要套，这是最大的问

题。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肯学习的态度，因为他忘记了，美国拥有的社科、管理理论，也只

是理论中的一小块，我们没有谦逊的心去看待社会科学，现在人类的知识可能只是能开发的

科学知识中很小的比例，多的是理论会是从中国、非西方发展出来，流行世界，怎么能把今

天西方发展出来的这一小块就扩大到百分百，手上拿著锤子万物就都是钉子，凡事都可以套。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学习，两相激荡，就搞得国内很多学者反弹，带来另一极端的不肯学习。

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说，核心的核心都是学习，万事才为我所用。 



（五）站在西方现有成就的肩膀上，本土化研究可以大放异彩 

格兰诺维特最近在提倡复杂化的研究，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在这上面的理论突破会是不得

了，中国人自带三分复杂思维。 

复杂动态系统，复杂动态网，复杂适应，涌现现象，创新传播，复杂有关的所有研究

将来肯定在中国可以得出很多理论，中国人还会得出很多方法，中国人的思维会特别合适这

一套，复杂研究今天始自西方，将来却会属于中国，我们要有自信。但不是关起门了有自信，

讲一堆外国人也听不懂得，其实更糟糕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听不懂，只有他们抱团搞在一个

山头里的人听得懂，关起门来当皇帝、抱团派系搞山头，只有那一小撮人能听懂，或者自己

的徒子徒孙听得懂，搞一堆资源养一群学生来听他那个小游戏。好的东西是外国人能听得懂，

这才叫做理论自信，这才叫做道路自信，我们要有这个自信的。 

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恐怕就讲了百分之五、百分之三？还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只能讲

讲故事而已，有些案例，有些模型而已，我相信，中国本土研究在这里头有很大的空间，这

里有很多都是中国人的显现象，我们好好去关注、去理论化，就有一大堆的新理论、新方法

出来。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复杂研究会大红大紫，因为现在有大数据的方法，从前动态复

杂的研究没有大数据，除了讲故事，没有办法得到验证，也无法细化理论与模型，也搞过一

些数学模型，反正好玩嘛，玩完就结束了。但现在不一样，大数据来了，理论得到验证，理

论也能得到更细致的发展。 

在方法上，理论上，我一直相信中国会在这里弯道超车，管理学、社会科学上都会有

所突破，然后让西方察觉到，这个方法被中国人找到了，我们也要用，这个理论被中国人找

到了，我们也要用，这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不是说关起门来讲一些老外们听不懂、自己

人也听不懂，就剩下徒子徒孙能听懂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自娱自乐，现在国内这个风气不可

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是支持谢宇的。 

我认为关起门来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太多这样的「大师」，管他有多大的基地，管他

有多大的声望，却讲一些东西人家几十年前就讲过，干嘛发明几个新名词再讲一遍？关起门

来，在一个小圈子里对徒子徒孙讲一些自娱自乐的话。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

的议题及其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就是当今本土研究的重大关注，但相关理论却在西方学术界有

著悠久的历史，从治理问题的基本前题如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Simon, 1976）,到治理机

制的选择(Coase, 1993)，到治理机制选择的因素(Williamson, 1996)，到社会网络与社会

资本治理功用的提出（Granovetter, 1985; Powell, 1990)，以致于有自治理的探讨(Ostrom, 

1990)。不懂得在已有的基础上建高楼，会使很多本土研究落入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窘境。 

关起门来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本土化是一个好命题，而且好的本土化最后一

定是全球的。 

二、本土概念走向西方－关系是全球普适性的吧？ 

好的本土研究终将走向西方，这绝对有可能，知名的社会网学者，结构洞理论的发



明人博特（Runald Burt）就正在这样做。关系一词(Guanxi)常常是管理学界认为最本土化

的一个概念，过去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时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能想像将来有

朝一日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企业时也用关系这个概念指涉高层主管间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

吗？ 

博特在 MOR上的一篇文章（Burt and Katarzyna，2017）就开始了这样的把中国发

展的理论引向全球的过程。下面引用我曾在 MOR 网上版发过的一篇小论文叫「关系现象是普

遍的吗？」（罗家德，2018）介绍他的关系研究，引用如下： 

博特（Ronald Burt）的论文提出了两个最为有趣的议题，一是他以社会网的角度对

「关系」（guanxi）进行了学术性定义：「A relationship is a guanxi tie to the 

extent that trust is high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social structure around 

the relationship」（Burt and Burzynska, 2017: 20）。这定义包括了以下几点： 

一、guanxi是一种强连带。 

二、它是有差序的，因强弱不同而有不同。 

三、关系越强，信任程度就越高。 

四、关系越强，它就越和两人所处的社会网结构相互独立。 

更有趣的是，论文中以中国企业家发展过程里的五期比较静态社会网作为分析基础，

计算出证据，支持了这样的定义（figure 4; p. 14）。换言之，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

与结构封闭性有关的强信任连带。这不同于过去基于社会心理学提出的关系的定义，不管

是基于人情交换（favor exchange; Hwang, 1987; Yang, 1993）还是基于责任义务

（obligation; Liang, 1983; Zhang and Zhang; 2006; Mao, Peng, and Wong, 2012）提

出的定义。他称之为这是一种「建构有效概念构面」（identify construct validity 

criteria）的定义方法。 

 当然，该论文所提的定量证据其实是不充分的，基本上只包括了企业家发展过程中五

个关键期的主要工具性连带（对企业家提出帮助的关键人物），其中符合关系定义的连带

很多是家人、拟似家人以及由情感性连带发展来的熟人，这些人在和企业家结束工具性交

往后，可能还保持著其他社会网，如亲戚网、情感网中的结构嵌入（Granovetter, 

1992），如果用多重网进行分析（Multi-level Network; Padgett and Powell, 2012），

其效果和只用创业中的工具网进行分析是否相同？尚待进一步验证。 

不过这一点上，我基本还是同意博特的定义，但用的方法却是「传统」的从日常生活

的观察中推论的。简单的说，就是家人或拟似家人关系一旦形成了，在共同朋友逐渐远去

的过程中，比如老化中逐渐死去或两人分隔两地久了共同朋友都四散了，两人间的强信任

感再见面时依旧存在。换言之，在中国人的关系圈子的最内核部分确实可以独立于两人周

围的社会网结构而让强信任感持续存在。只是关系圈子还包括了熟人关系（Luo, Cheng 

and Zhang, 2016），从最内核到关系圈子的外围，这样的独立性是否是线性的(博特定义



中“to the extent”意即线性相关)，还有待进一步证据说明。 

博特文章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它提出了关系到底是中国人的特殊现象，还是全世界

都有的普同现象。他还算出了西方的分析师与银行家网络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被定义

为关系，而中国的企业家网络中却有三分之二被定义为关系。当然，博特也承认，这两群

人间不必然有可比性，往往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Williamson, 

1985）越高的情境中，人们越需要关系性信任作为抵抗不确定性的工具(Granovetter, 

1985)，中国的创业家们显然身处在比西方银行家更不确定的环境中。另外，博特计算西方

银行家的「关系」时，用的是衡量方法是「两年或以上的交往时间」（p. 20），也不是他

对关系衡量的构面──「信住度与结构嵌入程度的相互独立性」。 

换言之，博特文章以为关系是”more or less”而不是”yes or no”的问题，也就是

关系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却不是特有现象，这在西方也是存在的。这和我们过去大都强

调关系是中国特有现象（Chen and Chen, 2004）不太相同。我基本支持这样的”more or 

less”主张，虽然其中的一些疑义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让我们先看看表现在关系上的一些

中国文化的「特征」： 

一、混合关系（mixed tie; Hwang 1987），就是关系是情感性动机与工具性动机混合

在一起的一种强连带，这在西方强调二元对立、公私分明的文化里看来十分不寻常，但在

格兰诺维特分析「相互为利的信任」（Hardin, 2001）时指出，人际连带一旦强到产生同

理心时，会把对方的利益内化成自己的利益（Granovetter, 2017: 60），伤害了对方的利

益也会感觉到伤心难过，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时工具性关系是很难和情感性关系完全区

隔开来的。所以混合性动机在西方即使强调二元对立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的。 

二、差序格局（differentiated modes of association; Fei, 1992），这是最知名的

本土社会学理论，强调中国人都是以己为中心建构出一圈一圈由亲而疏的个人中心社会网，

以后学者对中国人的关系分类也多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Yang, 1993; Hwang, 1987; Luo, 

2011），但在西方也有十分类似的研究，就是邓巴圈的研究(Dunbar, 1993），西方人也能

明显由亲密程度区隔出五圈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s）。 

三、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Eisenstadt, 2000)，差序格局最主要的涵义是指出中

国人因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会有不同社会交换的规范，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主义的，不同

于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Weber, 1964）。但「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只是西方

的文化理想，其实西方人也有「亲亲有等级」的现象，比如博特（Burt and Burzynska, 2017）

就指出企业家精英网络中也有内外之别（Useem, 1984）, 所以特殊主义也很难说是中国人

所独有，只是西方较不普遍而已。 

四、家伦理本位（Liang, 1963）, 梁漱溟提出的这个概念意即中国人会把家庭伦理的

思维由亲而疏、层层外推及于自己的圈内人，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但它说明著

中国人应用「家人」的概念在很多关系之中，是应用范围的广大，而不是说西方没有家伦理



的概念，即使在威廉姆森一直以为情感性信任不该存在的经济行动之中（Williamson, 1996），

家族关系带来的特殊组织型式依旧在西方十分发达（Granovetter, 2000)，尤其是法国、意

大利以及西班牙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 

换言之，以「家伦理本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连带──关系，在中国，会建立出较

大的个人关系网，也会在较多的情境中发挥作用，比如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关系的现

象就处处可见，相比西方，比如企业精英网中结盟时的使用关系，中国确实是「关系社会」。

但这都说明了关系现象是”more or less”的问题，而不是”yes or no”的问题。混合动

机、差序现象、特殊主义、家伦理在西方都存在，只是适用的社会连带少的多，可使用关系

的情境也少的多。 

五、阴阳与动态平衡(Li, 1998)，阴阳思维以及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动态平衡的想法确实

又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然而在西方，动态网研究（Moody, 2005）还才刚刚开始，理论上，

虽然也有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平衡藕合与脱藕理论（Balance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Granovetter, 1995; 2002），指出了社会网动态平衡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很少理论与证据

说明，应用阴阳思维于关系动态发展之上，到底是不是在西方不存在的？还是西方「或多或

少」也有相同的现象？这有待以后的动态网理论继续发展，才能够更准确地回答。 

博特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是他对相关的社会网理论先是熟

烂于心，然后进入中国场域，从六年前开始，他就几乎每年来西安或北京两次，和国内学者

讨论相关概念，我们还在清华每年合办一场 Guanxi for Guanxi Study 的会议，已连办四

年，经过不断地探讨，博特已完全接受关系理论，而且将之进一步发展。 

好的本土理论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在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就应该开始做与国际理

论的比较，在比较中间，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有类似的理论，哪怕是这本土理论探讨的在中国

是显现象，在西方是较次要的隐现象，但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西方

已经成熟的理论中，比如强连带，邓巴圈，以及社会资本等等，就是可以比较的概念。关系

当然有所不同，但不同在那里？相同在那里？因为中国现象中找到了这样的概念， 博特一

看，接受了，保留了中国所用的概念名词，而且说西方也有，进一步把它发展到西方的情境

之中。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一个好的本土理论，是在跟西方理论的比较中间才能够被

建构出来的，要不然很容易就重复发明别人早就成熟的理论，或自说自话，自鸣得意，这样

外国学者就听不懂了。我承认，跟外国学者讲本土理论的过程非常辛苦，毕竟任何创新的理

论别人接受都有困难，又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外国学者也不一定都有一颗开放的心，也有

大量的不肯学习的学者，让人气结。但再多的困难，好的本土理论还是要走出去，也能走出

去。 

简单地总结，本土化不是一个伪命题，但关起门来当皇帝的本土化绝对是一个伪命

题，这不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表现，反而是不肯学习的结果，伴随著不肯学习，往往还



有一些定性好或定量好，理论好或实证好，大理论好或中层理论好，因果模型好或系统模型

好，大数据好或结构化数据好之类的方法论之争，其实这些都是伪命题，好的研究一定是理

论加实证，定性加定量，大理论加中层理论加理论模型，因果模型加系统模型，大数据加结

构化数据，一个人作不了这些就一群人作，一个学门的知识不够就跨学门合作。好的研究是

合作、包容、跨界学习得来的，不是抱团、派系、建立山头得来的，更不是关起门来当皇帝

得来的。 

只有学习与不学习才是真命题，跨国学习，跨学科学习，跨方法学习，跨理论学习

才是真命题，任何「单边主义」，不理解对方就引发争论，争论的都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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